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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 餘年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間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日益淡化，取而代之

的多表現在經濟發展及與之配合的政治體制的比較上。西方一直理直氣壯地將 

 “民主選舉”作為“普世”的政治體制來推崇，而經濟發

展同社會的財富積累被視為證明這種政治體制優秀的標

準。但這一切在最近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被視為“專

制”的中國，經濟總量在不到 30年間沖到世界第二位，

這令西方國家開始一致向“東”看。特別是在 2008 年經

濟危機後，中國的崛起與美歐債務危機形成了強烈對

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問，中國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說這

個成功是在一個糟糕透頂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邏輯上 

說不通。甚至有西方學者提出，“美國存在缺陷的民主 

制度可以從中國學些什麼”。 

  其實，所謂的“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通過選舉擇魁組閣還是一黨制

下的“選賢任能”，最終都是以能否找到有賢能、重操守的官吏治理好國家、服務

好民眾為目標。人才的競爭，特別是治國人才的競爭已經在當今被認為是國家的政

治、經濟發展的關鍵。中國早有古語指出︰“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

難治者非民也，官也。” 中國的飛速發展和崛起，使“G2”的話題在如今越來越被

認同，可以設想未來的“G2”競爭，還是東西方較量，選賢治國的問題會日益成為

體制討論中的核心問題，而也將是中共在十八大後接任的習近平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一黨制”下的官員效率體制開始被關注 

  中國的政治體制從被質疑到被廣泛承認，得益於兩點︰一是自身發展的成功，

成為世界影響力的巨大存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國將徹底改變世界政治版

圖。二是以美國為發源地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信心。 

而同樣是面臨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總量力壓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這種順

勢也飛揚、逆勢也飛揚的表現，被視為奇跡。如果說這個成功是在一個糟糕透頂的

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邏輯上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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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治國角度看，中國的政治制度優勢在於，首先，中共作為執政黨充當了中立

的決策者和裁判者，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並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

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而以美國來說，每一次的“搖擺”都會

對國家運行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

轅北轍式的 180 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像。而且，畢竟政黨執政只有 4年或 8

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以後的事情?西方政黨受任期制的限制，是一種消費

心理，並不會去思考給下屆留下點什麼。 

  中國政治制度優勢的另一大優勢即在於，中共是一個更負責任高效率的政府，

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最

為顯著的一個對比是，2008 年中國汶川遭遇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中共高速有效的動

員能力，震撼全球，相較之下， 2005 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總統小布希

是 3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此時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這雖然只是

個案，但西方國家在應對自身突發事件時，往往總表現得相當混亂和低效。 

  低效率一向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

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式。  

  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不僅造

成低效率，其最終決策也會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造成的負面作用往往成

為主導。被民主黨提名為 2004 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的克里(John Forbes Kerry)

曾指出，50 年前一屆國會出現冗長辯論的狀況只有兩次，但現在卻高達 100 多次，

讓國會幾乎陷入癱瘓。  

  “程式民主”未必能產生好領導 

  原本，西方國家通過選舉擇魁組閣，是為了黨派之間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以

求選出最好的領導人，真實地體現民意。然而，現實是，在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

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

政黨是全民政黨。此外，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是，各政黨通過人

為分割社會，形成各自意識形態根據地。像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每天



看著兩黨的惡鬥的上演。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

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而且，在實踐層面，選舉本身的很多特徵導致它無法產生有代表性的代表。比

如說，美國國會基本沒有工農代表，選出來的結果都是精英;再如，過程非常容易被

操縱。如果今天說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恐怕都不能說這種說法

是不對的。就連西方政客自己也說，在美國民主程序過程中，最大問題是過多的資

本驅動。還有，更為精妙的算計策略性投票……政客們深諳此道。  

  粗糙地說，西方選舉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規則︰由利益集團和政黨大佬暗箱運

作，然後，就是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夠通過造勢勝出，如宗教信仰、種

族、形象、是否會做秀、是否有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等

等。選舉原本是為了優勝劣汰，但實際上選民對於候選人，往往是只能聽其言，很

難觀其行。  

  這種注重“程式民主”的特點不在於選了誰，而在於怎樣選。正因如此，所以

看到了美國曾選出 8年治國無方的小布希;會讓深陷招妓、性派對醜聞及腐敗起訴的

貝魯斯科尼能夠贏得義大利總理之位……其實，選舉並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全民公

決是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尊重少數人意見同樣也是民主，而當把選舉等同

于民主，那就陷入了一個重大誤區，如此機械的理解，恐怕就會導致民主流於形式

而失去實質。  

  “選賢任能”更實際 注重連續性 

  在西方國家，每到選舉季，各方拉票，熱鬧的場面眼花繚亂，這種靠表演秀競

選領導人的方式，整個過程仿佛像是看一個巨星是如何誕生的，而不是選出一位能

管理國家的優秀領導人。2008 年，當帥氣的奧巴馬以“Yes, we can change”征服

了大多數選民的時候，沒有人在意他僅僅做過參議員，可以說基本沒有低層經歷和

行政經驗，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是難以想像的。  

  古代中國有科舉制度，選拔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遴選、

任命制度，為國家選備人才。  



  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而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如今，要加入共產黨

也並不容易，候選者需要經過被深入調查表現和多年預備期考評。而從入黨，到成

為政治人才，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更需要一個漫長的培養過程，也必頇要有足夠

的基層歷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提出了幹部隊伍建設的“四化”標準———革命

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指導方針。2002 年中共制定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

任用工作條例》，建立起了一套規範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清晰地列出選

拔任用條件，如工齡、基層工作經歷、學歷等，而後必頇經過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

象，再經黨組織對包括德、能、勤、績、廉等方面的醞釀考察，集體討論後作出任

免決定，並公開選拔、競爭上崗，整個過程頇在(監察部門)監督檢查下完成。在之

後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進一

步將官員選拔過程曝光於“聚光燈”下。整個組織考察過程由“單一評價”走向

“大浪淘沙”，避免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情況。  

  更為別具一格的是，中共黨內各級都會定期召開黨組(黨委)會、集中學習、專

題研討、專家輔導、座談討論等，甚至政治局常委也會定期舉行集體學習，這是世

界上獨一無二的。原先有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五•七”

幹校等，專門用於對幹部進行培訓。目前在中央一級，據悉已形成了中央黨校、國

家行政學院、浦東官員學院、井岡山官員學院、延安官員學院以及大連高級經理學

院“一校五院”的培訓鏈。  

  打破意識形態 東西方應更融合 

  曾被看成威權政體中“唯一現代模式”的甦東共產黨的倒臺一度拉響警鐘。甦

共最致命弊病在於︰忽視了對自身制度建設，長期執政使執政黨領袖走向個人獨裁

和專斷。做不到自身的蛻化，就無法自我調適，進而導致政黨的衰落或終結。中共

原本也是一種黨政不分、權責不明、過分集權的體制。“文革”期間的“一元化”

領導更是把這種體制推向極端。“文革”後，鄧小平直指“權力過分集中”的“病

根”，率先垂範，帶頭破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而後，對民主集中制進一步做



出了基本要求——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確定。以最高決策層為例，

9個常委分權制，相當於美國總統的權力被 9個常委分權，互相制衡，也讓決策顯

然更民主和科學。  

  時至今日，中共已經形成了一個較為成熟的集體領導制度。而且，在自身的演

變過程中，打破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像中共黨內民主就是一種派生出的選舉概念。

黨員通過行使選舉權，選擇德才兼備、能推進黨的事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人才。事

實上，這即是中共向西方“程式民主”的學習，並進行改良以適用於自身的體制，

引入競爭性但仍又要融合、共生。中共以競爭性選舉，改變權力交接關系，致黨內

權力結構發生根本性改變，並通過競爭性選舉的錄用、監督、淘汰功能達到“良幣

驅逐劣幣”的效果。在中共十六大以後，基層和地方黨內選舉制度創新更是加大了

力度，先後創造了“兩票制”、“差額直選”、“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公

推票決”等黨內選舉模式。  

  判斷政治體制的標準應該是，是否有利於安邦治國，是否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

人民利益和經濟發展，而非其他。所以，“一黨制”也好，“民主選舉”也罷，並

不是為了誰優于誰，原本用固有的意識形態來看他國的政治制度就已經不得要領。

如果要對對方有客觀的認識，就要努力拋棄意識形態所能帶來的偏見。同樣，無論

中國還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優

越性，從長遠看，也會導致制度的衰敗。政治制度並沒有一個終極的目標，任何形

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據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條件所確立的社會治理體

系。當條件變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現形式也必頇變化。  

  以法吏治 中共需領導力革命 

  中國改革開放 3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改革的後遺症，使社會財富和權利分配

嚴重不公，吏治的腐敗等等社會矛盾也到達了爆發的臨界點。這是下屆中國政府所

面臨的最嚴峻考驗。胡錦濤曾指出中共面臨的四大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

離群眾、消極腐敗。習近平日前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作總結

講話時也強調“五大優勢”，看似在說“優勢”，但實際上是進一步警醒中共面臨



的風險之意︰“精神懈怠”直指“理論優勢”，存在的是信仰迷茫與缺失;“能力不

足”直指“組織優勢”，存在的是先進性能否繼續保持的問題;“脫離群眾”直指

“密切聯系群眾優勢”，存在的是幹群關系疏遠甚至對立的問題;“消極腐敗”指向

的就更多，顯示了中共面臨的一些優勢被慢慢侵蝕著。  

  很多人都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這也

是一廂情願的看法。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俄

羅斯等等，腐敗程度都比中國嚴重。而且從歷史發展的縱向比較看，所有大國包括

美國在內也都經歷過。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Huntington•Samuel•P)曾講過，現代化

最快的時候往往就是腐敗增長最快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財富和資金增長。而監

控體系的發展速度跟不上財富的增長，最終可以通過建立更好的監管體制和法治建

設，把腐敗降下來。所以，“依法治吏”在當代中國就顯得極為迫切。  

  中國從來都不乏“吏治”的傳統。在 2,000 餘年的封建社會裡，中國的歷代統

治者逐步完善了以科舉為中心的文官錄用制度，和維護王權的法律監督制度;新民主

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在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摸索出了幹部的廉政建設制度;近代中

共 50 多年來的執政經驗，為依法治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是，也不可否認，過往

的許多“吏治”傳統和經驗，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人治”管理的陰影。“依法治

國”的理念現在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現實更多的是考慮“依法治民”，而沒有考慮

到“依法治吏”，這怎麼可能“依法治國”?  

  高度中央化的官僚體系，往往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最後就是帶來很多的腐敗。

中共在十八大後即將開始一個新的里程，對於接棒的習近平來說，急需在這個問題

上厲行改革。這即需要領導在理念上，從權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轉變;

在領導方式上，由主要靠行政命令，向引導群眾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規範和約束下從

事實踐活動轉變;在社會治理模式上，從“人治”向“法治”演進。從“人治”領導

到“法治”領導，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轉變，涉及理念、領導方式、領導制度、治理

模式、法理基礎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變革。還望在下一個 10年看到中共能夠取得

這場領導力革命的勝利。 


